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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我与杨老相识已经数十年了。在我的认识里，杨老不仅仅是一位闻名遐迩的大鉴

定家，更是一位大学者、大研究家，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先辈，是学界的典范。

一想到杨老，我的第一感觉，杨老就是一位读书人，是书生，是大学者，是研究家。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也是这番话开头，这回我想换一个说法，但思来想去，仍无法动

摇这个第一印象，可见他在我心目中的学者地位是不可更改的。

杨老一生著述等身，累计千万字以上，几乎所有文章或作品我都认真拜读过。其

中的《国宝沉浮录——故宫散佚书画见闻考略》一书，我个人认为其价值不可估量，

在中国艺术史上永远会据有重要一席。

《国宝沉浮录》，这是一部专门记载辛亥革命胜利后末代皇帝溥仪从故宫盗取书画

珍宝的书。溥仪利用他当时的特殊条件，盗取了故宫所藏的大批书画珍宝，后又勾结

日本帝国主义成立伪满洲国，背叛祖国，背叛民族。伪满洲国成立后，溥仪借助日本

帝国主义的势力，将他盗取的大批珍宝从天津运抵长春伪皇宫。抗战胜利，日寇投降，

溥仪又挟宝潜逃，被我缴获。但留在伪宫小白楼里的大批书画珍宝，被伪满洲国看守

士兵哄抢争夺，以致撕毁和流散，造成中国历史上最近、最惨的一次书画珍宝的浩劫。

杨老一向关心溥仪盗宝这件大事，想弄清楚此事的来龙去脉，并想尽可能地抢救

这批国宝。恰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杨老由政府派往东北调查清理征集这批流散国

宝，因而对这次小白楼事件及溥仪盗宝的前前后后有了最深刻的了解并亲自掌握了大

量第一手资料。在这个过程中，杨老还为国家抢救了上千件文物，著名的《清明上河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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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就是他在仓库的杂品中发现的。原先被作为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真迹实

际上是一件后人的画本，是杨老发现了张择端真本，才让这件国宝重放光彩。杨老还

两次在荣宝斋遇到一位从东北来的青年，拿着一包古书画的残片来卖，杨老竟从碎片

中拼出米芾《行书苕溪诗》真迹来，从而使这件国宝得以遇救，同时被抢救的还有几

十件，国宝巧遇“国眼”，劫后重生，一时传为佳话。

杨老的《国宝沉浮录》，详详细细地记载了溥仪从故宫盗宝偷运至天津张园，之

后溥仪依靠日本人力量从天津逃往长春，甘当“儿皇帝”，又借日寇之力将国宝运抵

伪宫，以及后来日寇投降、溥仪潜逃被截，伪宫宝物因哄抢流散，文物古董商人趁机

发财，直到后来国宝部分回收，等等，此书全部据实详录。

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杨老以他卓越的书画鉴定能力，对溥仪盗宝清单上的国宝书

画，尽量作了学术性的鉴定和考论，并附有大量的图版，使得这部书成为可读性极强而

专业水平又极高的好书，从而又使近代史上溥仪盗宝事件得到了最真实详尽的记录。

我国历史上每逢大乱，必有书画国宝的被毁和流失，但以往只有简略的记述，从

未有如此翔实的专著。所以杨老这部书，又是我国文化艺术史、文博史上具有创造性

的专著，发前人之所未发，作前人之所未作，是书的出版，奠定了杨老卓越的古书画

鉴定大家地位。

我写这篇短文，也只是以蠡测海，最多不过是得其一勺而已。想了解更多有关杨

老以及书画国宝的人，还应该直接去读他的书，因为只有观沧海而后能知沧海之大，

只有登昆仑而后能知昆仑之高！

是为序。

                                                   

二○一六年二月一日于京华瓜饭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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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七年版自序］

一九九九年七月，拙著《国宝沉浮录》增订本由辽海出版社印制发行，次年台北新

中原出版社出版了增订本的全彩版，向海外发行。时过七八年，如今增订本已难以购到，

于是上海古籍出版社与我协商，拟由该社印制彩图版，以应读者需求。我表示接受上海

古籍出版社的好意，随即向国内外公私藏家以及有关机构咨询《佚目》（即《故宫已佚

书籍书画目录四种》，后文均简称《佚目》）书画作品最新发现情况。很快，借助查阅资

料以及杨武等诸位友人的帮助，又有三十多件《佚目》中的历代名作浮现出来，为研究

《佚目》书画增加了宝贵材料。彩图版以原增订本为基础，在第八章后补充了若干文字，

又于简注中将发现作品现状加入，以备读者参考。

《佚目》书画固然在不断涌现，但仍有不少作品有待追寻，这其中有其偶然性，

也有其必然性，我们只能选择耐心地期待。追寻《佚目》书画的工作不能预期何时可

以结束，增订补充本书的工作也就随着作品的发现而继续下去，何日彻底完工，实在

没有限期。我们既然承担了这份责任，就应该始终如一地期待着有新的奇迹出现。如

今的我有一个期盼，伫候国内外关心《佚目》书画的读者能够投入到这项历史性“探

宝”任务中去，若是出现超乎意外的成果，则不胜企予望之。

　　　　　　　　　　　　　　　　

　　　　　　　　　　　　　　　　　　　　　　二〇〇六年春节

二〇〇七年版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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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九年版自序］

我所撰著的《国宝沉浮录》一书，于一九九一年出版问世之后，没有想到竟引起

各方面的关注，新闻媒体说其为一九九一年畅销新著之一，而国内外友人也纷纷来信

向我索书，一时应接不暇，实出我始料之外。原意是想把过去做的工作整理出来，向

大家有个交代，并非妄图窃取不实之誉，这倒使我于心不安，一时不知所措。此种心

情，我在一九八九年所写的自序中已有所涉及，想必为广大读者所谅察。

拙著面世近十年过程中，我又陆续掌握一些可资补充书中的材料，把它积攒下来，

以作日后补缺之需。再就是近年来全国文物拍卖行业兴起，各大城市的拍卖公司竞相

展现实力，连同国外的佳士得、苏富比诸家在业务上的竞争，市场上竟先后出现《佚

目》内外的名贵书画达数十件之多，无疑对拙著具有拾遗补阙的益处。

本当将先后发现的所有新资料补充进拙著里去，怎奈出版社几次再版时竟事先没

有通知作者我本人，依然按照初印本付梓，致无法将新的发现增补进去，殊觉遗憾。

此外，有关拙著第三章第一节“长春伪宫土崩瓦解前后纪事”和第四节“长春伪宫小

白楼风波”两节中未了结的事件，一直未作交代，对读者满怀歉意，总有内疚之感。

所幸近年国内报刊上相继发表了有关信息，令我喜不自胜，再加上不断有新的《佚目》

书画出现，促使我下决心对拙著增订。然而，落实计划殊非易事。香港徐氏艺术馆徐

展堂先生于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在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新馆开幕式上，向我提

出拙著《国宝沉浮录》可由他交香港大学出版社张先生精印发行，当时要我回国经香

港时和张先生联系出版，盛情可感。但我的行程匆匆，手边的工作又极其纷繁，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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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将此事放在日程之上，有负徐先生雅意，至今犹抱歉不迭。尽管受时代的限制，

一九九一年印行的拙著不够理想，但我还是要感激原来的总编辑龚继先和责任编辑黄

振亮先生，两位付出的劳动确实不少。特别是黄振亮先生，他担任编辑多年，知识广

博，经验丰富，我和他为拙著的出版打了很长时间的交道，彼此合作十分愉快，结成

了文字之交。不幸的是，时隔一年，他患不治之症与世永诀，令我为之悲伤不已。

据友人介绍，台湾一家出版社有出版《国宝沉浮录》意向，我想借此对拙著予以增

修，以偿夙愿。为了不影响原著的结构，也是为了便于读者深入理解，我没有进行大的

改动，只是将新发现的资料增补进去，增补的文字主要体现在第三章的第一、第四两节

以及第八章中。全书基本保留原有的章节顺序，增加了第八章的内容，原第八章改为第

九章。再就是重新对文字图版校勘一次，并增添部分图版，方便读者阅读参考。

最后，非常感谢辽海出版社助我实现夙愿，能让《国宝沉浮录》增订本得以出版

发行。殷切期望国内外广大鉴藏家和各界爱国人士大力协助，使长春伪宫散佚的全部

古代法书名画尽早地浮现出来，使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一九九九年二月

一九九九年版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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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一年版自序］

这本书稿的撰写，前后历时三十余载，终于在一九八九年春季全部清稿完毕，如

释重负。此中心情，甚为复杂，唯过来人体会最深。愿借此机会将撰述的本旨和中间

过程，略及一二，置诸篇前，掬诚奉告，或有助于读者披览。

鉴于我国数千年历史，中间改朝换代，文物典籍屡遭浩劫，给悠久传统文化带来

无法弥补的损失，致使某些环节史阙无征，前人往往为之兴叹不已。我自惭不敏，胸

无大志，独留意于历史文物的探究，重点放在古代法书名画方面，做一些拾遗补阙的

工作，冀尽添砖加瓦之微劳，此种意向也许与我从事历史艺术博物馆业务的积习有关。

进而言之，这个起因还要往前推移，在拙著《沐雨楼书画论稿》“代序”一文中已有

所涉及，但观念的最后形成，仍然是在后三十年内逐渐奠定起来的。

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逊位，从清宫窃出历代法书名画千余件，在我国历史上

委实是一桩大事。一九四五年八月，伪满政权随日本军国主义战败投降而土崩瓦解，

这批书画又从长春伪宫散出。从此国宝沉沦，流向全球，举国上下无不关切，我当然

也不例外。最初的心理是希望散佚的国宝不至于渺无踪迹，期待有机会能再与名作晤

对，一饱眼福，于愿已足。自我参加国家文博工作之日起，思想上发生了较大的转变，

树立起主人翁的责任感，想方设法试图将散佚在各个隐蔽角落里的国宝发掘出来，使

之重放异彩。然毕竟时过境迁，想象不能代替现实，故用力虽多，而收效甚微。直到

一九五二年春，我受命赴长春清理伪宫流散文物，得以直接参与其事，同社会上各种

各样人物打交道，得到了锻炼，增长不少经验和知识。由于限期短促，只好昼夜兼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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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遍东北和华北地区，酸甜苦辣，滋味备尝，犹孜孜不倦，以苦为乐。当发现一件国

宝时，精神上所得到的慰藉比任何物质上的享受要高出不知多少倍 ! 所谓“发潜德之

幽光”，使我思想上常为之激动不已。

又鉴于历史上官家文物，多次聚而复散，历朝也曾派员向民间搜寻查访，所留下

来的文字记载多语焉不详，殊觉遗憾。溥仪盗宝事件所产生的危害，影响深远，而当

时北洋政权当局照例派官员去现场清点，如果不是发现宫廷太监所记“赏溥杰”账单，

即使动员大批人马，花费九牛二虎之力，消耗巨额金钱，穷年累月，未必能弄个水落

石出。当时官场一贯以应付思想行事，根据账单，编成《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

一本薄薄的册子，以此向国人有所交代。事实上，此册子既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也未

指出事件本身的严重性，更谈不上有多少科学价值。单就账目而论，与后来所发现的

数字相较，账册漏记竟数以百计，而其中尤多国宝。仅此一端，即可发人深省。如果

就我们后来所发现的依然按他们所编的《佚目》予以增减，无异重蹈覆辙，反而远逊

于前人的著录和访求笔记一类，实有所不取，亦有所不甘。故宫书画散佚既属于历史

上的重大事件，我们有责任通过具体的人和物做出如实的描述，虽不敢使之成为信史，

至少应尽可能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本于此义，我前前后后与若干当事人有过多次面

对面接触，并留下厚厚的记录 ；对发现的大批法书名画作品，进行过反复的推敲研究，

然后按照客观的进程，分为章节，加以铺陈，以事件中人物活动为经，以作品历史艺

术分析为纬，见人见物，庶几不至于流为官样文书。话虽如此，仍难免专业味道较浓，

或者涉及一些历史背景的叙述，不无滞涩之处，对此我已有意识地加以克服，但未必

能尽如人意，实在有负读者期许。

本书初稿在“文革”前夕已基本写成，因受当时“左”倾思潮影响，习而不察，

直到定稿时做了一番回顾，不禁为之汗颜。我自己历年来多次受过“左”倾光顾，蒙

受多种形式的羞辱，反而不以为怪，并将此转嫁给第三者，似乎以为如此可以减轻自

己心灵上的负荷。此种阿 Q 精神，我们知识界中亦不乏先例。当我察觉之后，随即对

初稿作了无情的解剖，并进行全面修改。由于内容涉及广泛，中间不无遗漏之处，疏

忽之责，应由作者承担。

当灾难深重的“文革”降临到全国每个角落之时，我所有的文稿连同图籍诸类概

被查抄，由所在机关单位的“革命造反派”以组织名义名正言顺地予以没收，并给予

一九九一年版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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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检查。拙著《沐雨楼书画论稿》中有一篇研究明人史可法手札的文章，所使用的

第一手材料即被查抄，本书初稿也不例外，遭到同样的命运。当时人身安危尚且朝夕

不保，一切身外之物早已无法顾及。一九六九年年末，我从“五七干校”回来，又被

命令带领全家老小赶往艰苦的辽东山区“插队落户”，此是“革命组织”的安排，无

法违抗，只能唯命是从。我把下乡劳作看得很轻，但我把被抄走的所有文稿（包括已

刊发的在内）看得很重，因为这是我多年精神劳动的成果，即或是远非成熟之作，也

总有离不开的情感，不忍让“造反派”当作废纸丢弃。于是，我一再鼓起勇气，据理

力争，甚至以不发还文稿就不去“插队落户”为“谈判”条件，终于赢得了“胜利”。

除一部分师友们送的书画（均具我的上款）和稿件丢失外，本书初稿居然无恙，我不

禁为之额手称庆，惊喜之情，不可名状。书稿随我一家老小插队山区两年有余，每当

劳动之暇，时常翻阅，加以修补。我的老伴刘文秀在乡下养鸡喂猪、做饭洗衣之余，

为我查抄材料，并随时防范屋漏淋湿书稿，终日疲惫不堪。她是四十年代大学生，攻

读心理学和教育学，作为大中专的师范教师，本不应随我同受折磨，但她不忮不求，

五十年休戚与共，苦难同当，支援我的事业，教育子女成长。本书如果没有老伴助我

一臂之力，其结果很难设想。

前人对自己的文稿总是要经过多次推敲，所谓“九朽一罢”，力求完美，直至无

懈可击而后已。此种求实精神，值得学习，当奉为圭臬。然我的治学态度远远不如前人，

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尽管不断发现新资料，并不断予以补充和

修改，仍然存在不少疏漏和讹误，毋庸讳言。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我曾多次应

邀访问美国、日本、加拿大诸国，或参观收藏东方文物丰富的博物馆以及私家藏品，

或出席各种性质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聆听各方专家学者的卓越论点，眼界为之大开，

并对流往域外的《佚目》珍宝得以寓目，从而充实了本书的内涵，这是当初所没有想

到的意外收获。总之，修改、补充，补充、修改，一直没有停顿过，最后一次大改动

是在定稿之时。是时我既窃喜又兴奋，何以故？之所以窃喜，是由于前面提及的全书

内容有不同程度的“左”倾思想，如果过早地将其刊布流传（有出版界友人曾竭力促

成），我会抱恨一生，后悔莫及；之所以兴奋，我终于逐渐认清过去，“觉今是而昨非”，

幡然醒悟，摆正航向，为时未晚。再使我感到欣慰的是，由于本书延迟二三十年付梓，

能纳入国内外更多的新资料，更能显示出国宝沉浮的来龙去脉，有助于读者对这段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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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有较为全面的、清晰的认识。

我在撰稿时有意留心于内容的表现形式，不使其成为枯燥乏味的资料堆砌，也避

免徒托空言的纯学术性说教。既要尊重历史事实，又要尽量照顾全面，不存任何偏见。

对前人学术上的卓识高见，应予肯定 ；于各家文献著录的采取，通过实物原迹的验证，

不可囿于成说。历史在无止境地向前发展，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如果抱

残守缺，故步自封，历史就会停滞，科学归于枯竭。我不愿作为赘瘤，总想跟上时代，

不因年岁老大而宽恕自己。当然，主观的自强、自励起决定的作用，但不应否认客观

条件在某种契机中也是关键性因素。如上面所提到我的老伴以及二三知己的多方鼓励，

质疑问难，启迪独多。不应忘记出版界的继先、振亮诸友人，对这本书的撰写，一再

督促，并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如书名《国宝沉浮录》就是副编审黄振亮先生斟酌后提

出的，比原名《故宫散佚书画见闻考略》所体现的十足学术气味要新鲜明快得多，而

其同样可以概括全书的内涵，容易为一般读者所接受。但是，我的积习一时难改，思

考再三，仍然不忍放弃原来的书名，认为两者可以并存不悖。所以如此安排，其中还

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原题签为沈雁冰（茅盾）先生所书，沈老生前对我这本书的撰

述甚为关怀，听我说起写它的动机和遭遇，深表同情，故而慨然为之题签，知遇之德，

时萦胸臆。沈老一代宗师，文章道德举世所钦，即是单从纪念的意义着想，不能没有

他的光辉遗墨刊诸篇首。因而，以沈雁冰先生题签作为副题。

人贵有自知之明，说来容易，做到尤难。像我这样一位缺乏素养的文博从业人员，

不度德量力，妄图将历史上的一桩大事件，以及如此庞大而复杂的内容呈献给社会，

而且使其中的人和物都做到明确无误，又何其难哉！我深知才疏学浅，本不堪此重任，

唯恐时过境迁，历史资料散失湮没，受责任感的驱使，勉力以赴，不计功罪。伫望国

内外学者和专家，在不久的将来，撰出更具有科学性、真实性、艺术性和可读性的巨

著问世，我不胜殷切期待之至 !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二日于成都客次

一九九一年版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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